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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体生命的 1000天是大脑发育关键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一生投资回

报率最高的时期。在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和秘鲁，尽管儿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

已经得到较大改善，但在认知、语言、社会情感方面仍未得到充分发展，儿童早

期发展滞后情况仍然比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拉丁美洲国家在儿童早期发

展领域不断进行尝试，通过“家访计划”等项目改变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从而改

善儿童早期发展滞后问题。本文通过介绍拉丁美洲国家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试点

（牙买加项目）及其政策推广（秘鲁 SAF项目），通过科学影响评估方法测量

项目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为中国政府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

希望能够加大国家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投入，推广解决贫困农村地区儿童早期

发展问题的政策，共同促进儿童早期的全面发展，提高国家人力资本实力，促进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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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发展中国家儿童发展系列报告，生命的最初几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

这个时期，大脑容易受生物，环境和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大脑可塑性最强的

时期，也是多数能力（听觉、视觉、语言和认知等）的最佳发展期（Walker et al.，

2007；Black et al.,2013）。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对每个人的成年期都有终身影

响，儿童早期健康发展不仅是一个重要目标，也已被证明对后来的生活有直接影

响。例如认知水平将会带来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就业和收入，

因此，在儿童发展早期的投资对人力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从而有助于国家经济

增长（Grantham-McGregor, 2007; Nelson, 2011; Knudsen et al., 2006）。 



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对儿童早

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Black et al., 2017;Francesconi& Heckman, 2016;Fiorini& 

Keane, 2014; Bono et al., 2016; Parker, Boak et al., 1999）。然而，贫困农村地区照

养人缺乏科学的养育行为，这对贫困农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严峻挑战（Smith, 

Landry, & Swank, 2005;Lyons-Ruth&Melnick, 2004;Landry, Smith, & Swank, 

2006）。基于此，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进行投入，例如

实施营养补充项目和家访计划等，通过改变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来改善儿童早期发

展问题。 

本文首先对拉丁美洲国家儿童早期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并从儿童早期发展

“家访计划”项目的最初试点——牙买加项目出发，介绍其背景、干预方法以及

该项目的长短期效果。在此基础上，介绍拉丁美洲国家对家访计划项目的推广

——秘鲁SAF项目，了解其推广方式、评估效果和在政策推广中存在的挑战，根

据拉丁美洲国家家访项目的先行经验，对中国在早期儿童发展领域的投入及发展

提出政策建议。 

二、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拉丁美洲的实践 

1、拉丁美洲国家儿童早期发展现状 

在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了一系

列健康营养计划，如“牙买加奶粉干预项目”、“哥伦比亚微量营养素补充项目”

等（Attanasioet al., 2014）。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拉丁美洲国家 0-3岁儿童的

健康和营养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在拉丁美洲国家，儿童营养不良比例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大幅减少（图 1）。从 1982-2010年近 30年间，秘鲁的平均新生儿死亡率

不断下降，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所生的孩子死亡率降低幅度更大，几乎

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所生的孩子的死亡率达到对等的水平（图 2）。 

 

 

 

 



 
 

图 1：拉丁美洲国家儿童慢性营养不良的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人口与健康调查自行计算 

 

 
图 2 ：秘鲁新生儿死亡率 

数据来源：根据人口与健康调查自行计算 

 

然而，尽管拉丁美洲国家在儿童健康和营养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

儿童在认知、语言、社会情感方面仍未得到充分发展，儿童早期发展滞后情况比

较严重。在秘鲁的最贫困和相对贫困家庭中，12个月大的孩子在认知和语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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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已经存在很大差异。墨西哥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更有利于语言发展的环境中

的儿童与处于不利环境的儿童之间的语言发展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图 3）。 

 

图 3 ：墨西哥普罗斯佩拉 12-59月龄儿童的语言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国家健康营养调查（普罗斯佩拉地区） 

 

那么，这些滞后问题对儿童发展究竟有多重要？在厄瓜多尔实施的一项研究

表明，我们可以通过个体四岁时的发展水平来预测其十三岁时的教育水平

(Araujo et al.,2018)。因此，探求影响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因素，并尝试提高这些

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图 4）。鉴于此，拉丁美洲国家近年

来实施了多个项目，致力于解决儿童早期发展问题，如“家访改变行为”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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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岁的发展水平可以预测 13岁时的教育水平 

数据来源: Araujo, Rubio-Codina and Schady (2018) 

 

2、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试点－牙买加项目 

（1） 牙买加家访项目简介 

牙买加项目是 20世纪 80年代在牙买加金斯敦实施的一个为期 2年的小型项

目，通过为低收入家庭中发育迟缓的 9至 24个月龄儿童提供心理社会刺激和营

养补充的方式，评估接受社会心理刺激或营养补充干预对发育迟缓儿童的影响。

该项目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将来自贫困社区的 129名儿童随机分配到四组：

对照组、仅营养补充组、仅接受社会刺激组、营养补充加社会刺激组，匹配的非

发育不良儿童组（n = 32）。其中的营养补充剂为每周 1公斤牛奶配方奶粉，而

社会刺激则是由受过培训的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对受助家庭进行每周一次、每次时

长一小时的家访，在家访过程中，家访员会协助妈妈参加适合儿童发展的学习活

动，通常是以日常生活为中心，利用家庭资源作为学习工具，进行亲子互动，以

此影响照养人的养育行为，试图改善儿童早期发展情况（Grantham-McGregor 

et.al., 1991）。 

（2）项目效果 

在牙买加项目中使用格里菲斯精神发展量表(Griffiths mental development 

scales)对儿童发展（Development Quotient, (DQ)）进行测量。评估结果表明，牙

买加的家访模式获得了积极的短期和长期效果。从短期效果来看，干预开始前，

发育不良组 DQ值低于非发育不良组，但在实验过程中，对照组的 DQ值在第一

年急剧下降然后趋于平稳，而补充和刺激组的 DQ在整个过程中逐渐增加。这一

结果表明，社会刺激和营养补充对儿童的发育具有显著且有益的影响，从干预方

案来看，联合干预比单独干预的效果更为显著，即同时接受营养补充加社会刺激

组比仅补充（p <0.01）或仅刺激（p <0.05）组显著改善。从长期效果来看，在

干预结束两年后，干预组的儿童在语言、认知和社会情感方面与正常发育的同龄

人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Grantham-McGregor et al.,1991;1997; Walker et al.,2007; 

2011; Gertler et al.,2014）。从更长期来看，尽管单独营养补充的效果只持续到 7

岁，但是，接受家访项目的儿童（无论是否接受营养补充）在 22岁时仍表现出



统计学上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相比对照组，他们在成年后拥有更高的智

力水平、更高的数学和语言成绩、更高的受教育年限、更低的抑郁患病率、更低

的犯罪率和更高的工资，其中工资甚至比对照组高出 25％。这些结果都证实，

牙买加家访项目对儿童早期发展有长期重要的影响（Grantham-McGregor et 

al.,2015）。 

三、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拉丁美洲的政策推广 

尽管对于牙买加项目的评估已经证明家访项目的有效性，但牙买加项目仅仅

对七十个孩子进行了干预，如何将牙买加项目的这些效应大规模复制，使得更多

的贫困儿童受益？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策推广问题。在随后拉丁美洲其它国家

进行的牙买加项目大规模推广活动中，较为典型的是在秘鲁实施的 SAF项目。 

1、 SAF项目内容及实施过程 

（1）SAF项目简介 

2012年，基于牙买加项目的成功经验，秘鲁国家发展与社会融合部门首先

对牙买加项目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尝试，发起一项在秘鲁全国推广的公共政策，即

规模化早教CUNA MÁS项目（Servicio de Acompañamiento a Familias, 简称SAF），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秘鲁贫困地区家庭照养人的养育知识和技能、加强照养

人和儿童的关系，以此促进 0-3岁儿童的多元发展。该项目规模化发展为策略，

主要由政府实体网络推动，计划在 2025年覆盖秘鲁全国低收入农村家庭

（Josephsonet al.,2017）。 

（2）SAF项目的实施 

在SAF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对项目的顺利实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首先，SAF项目的服务结构与政府密不可分，该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中央、区域

和项目实施地。具体而言，该项目的总部设在秘鲁发展和社会融合部，主要负责

与技术团队共同制定 SAF项目准则和协议、向区域办事处提供技术援助、质量

保证、设计材料、培训课程、招聘人员、管理财务资源以及执行其他行政管理和

战略任务；区域办事处负责监督其辖区内的日托和家访活动，包括与区域和地方

各级的相关公共和私营部门协调、培训和监督技术团队和社区家访员并监督计划

运作。SAF项目共设 22个区域办事处和 9个次区域办事处（协调区域办事处），

由中央总部统一管理。在家访项目服务当地，SAF的运作模式是政府和社区共同



管理，这种模式使得当地机构能够促进和监测与文化相关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

实践，同时，在政府的监督下，当地社区能更好地参与决策、监测和日常计划。 

其次，SAF项目的预算由秘鲁经济和财政部控制，其资金来源与秘鲁的数十

个社会政策和计划相关，并且使用一种基于结果的预算方法，以提高公共支出的

效率和透明度。这种预算方法将资源分配与某些目标或产出的实现相关联，即项

目预算根据项目的阶段性结果不断进行调整，如接受服务的儿童和家庭的数量、

接受培训和技术援助的专业人员和社区家访员的数量、完成的计划管理，监测和

评估活动等（Josephson et al.,2017）。截至 2015年，家访项目的成本为每位儿童

每年 300美元。 

最后，SAF项目的培训和支持也与政府相关。SAF项目采取分层级、持续

性的支持和督导，来自利马中央计划总部的专家负责培训和监督区域一级的专业

人员，专门邀请地区培训师来提升技术顾问的能力，并在每个地区就某项特定技

能设置地区专员职位，支持员工培训、能力提升等工作。同时，该项目在每个社

区选择 1-2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或者权威人士作为社区管理委员，他们在项目执行

过程中负责调动社区参与率、管理整合项目资源并监测儿童的各项发展指标。 

（3）SAF项目的干预方法 

SAF项目针对城市边缘地区及农村地区低收入且营养不良水平高的儿童，通

过抽签的方式，将地区分配为“干预组”（120个地区）或“控制组”（60个地

区）（图 5），并在项目发展过程中使用 ASQ-3和 Bayley-III问卷进行评估(Araujo 

et al.,2017)。政府在设计并参与干预过程中，针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实行不同的干

预方案，具体而言，政府对城市边缘地区 0-3岁儿童提供日托服务，服务内容包

括：儿童健康、营养、安全、保护、玩耍和学习；针对农村地区 0-3岁的儿童提

供家访服务，服务内容包括：每周一次的一对一家访以及每月一次的小组活动（针

对孕期妇女、3岁以下儿童及其主要看护人），家访活动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设

置了标准化课程，主要包括：玩耍、沟通、口腔卫生、洗手、母乳、辅食喂养和

非暴力原则。在家访准备阶段（第 1-2月），家访员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家庭环境、

父母养育行为习惯，并与家庭建立信任关系，在取得信任后尝试鼓励家庭为孩子

玩耍和探索建立安全舒适的空间。在开展家访服务阶段（第 3-36个月），家访

员的每周家访内容为观察照养人的行为、监测儿童成长指标、加强积极养育实践



和教育方法。在家访前，社区家访员需要准备家访工具包，其中包括：活动卡片

等各种游戏器具和教具。每次家访活动包括 5个环节：问候以及回顾本周家庭和

幼儿的活动；观察照养人和儿童的互动并进行指导、反馈和传授新知识；自由游

戏和结构化游戏；讲故事或者唱歌；总结反馈、制定下周目标。 

 
图 5：秘鲁“SAF”项目覆盖率 
数据来源:“SAF”项目 

2、SAF项目评估效果 

截至 2016年，SAF项目的城市日托服务覆盖儿童 64,554名，农村家访项目

覆盖 84,491个农村家庭，占到全国范围内目标农村人口的 32%。 

SAF影响评估结果显示，该项目的干预非常有效（Schodt et al.,2015）。短

期之内，可以显著看到干预对孩子的认知、语言、社会情感以及运动能力方面都

有所影响，在 18个月后，干预对认知和语言发展产生了 0.14-0.17个标准差的影

响，这相当于将儿童的发展水平在整体的分布中从 50%提高到 57%（图 6），其

中，在认知发展方面，家访干预对于女孩和来自较为贫困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

低、基线抑郁症状较多的母亲的孩子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在接受性语言方面，家

访干预对贫困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纯母乳喂养的孩子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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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ujo et al.,2017)。总的来说，该项目的实施很好地推动了秘鲁贫困地区 0-3岁

儿童的多元发展，有效提高了家庭养育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强化了照养人和儿童

之间的关系。 

图 6: SAF项目的评估效果 
数据来源:“SAF”项目 

 
3、SAF项目存在的挑战 

虽然 SAF项目的效果非常显著，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首先，

SAF项目的依存率较低，初次调查符合资格的样本家庭中，有 36%的家庭未受

访（其中，39%是由于基线调研后或在试运营后不符合资格未受访，14%因为项

目实施延误导致孩子超过受访年龄，其他 47%未受访家庭为不符合条件或其他原

因不愿意参加该项目）。其次，10%的受访家庭实际访问量小于计划访问量的一

半（Araujo et al.,2017），这也是在结果中发现 SAF项目短期影响远小于牙买加

最初试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项目后续进行过程中，家访计划的重点是要

追踪那些接受了干预的儿童，例如在牙买加、哥伦比亚和秘鲁长期实施的那些干

预措施。 

除了依存率较低，家访服务质量的提高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SAF项目研发

了 Home Visit Rating Scales（HOVRS）问卷系统，该问卷用于评估家访活动的质

量以及家庭参与程度，评估的主要指标包括促进亲子互动与家庭的关系、对家庭

的反应、非侵入性、亲子互动、家长参与度和儿童参与度七个方面（Schodt et 

al.,2015）。在使用该问卷对 SAF项目进行整合评估后发现，各个家访对象之间

干预组：120个区 

对照组：60个区 



的分数异质性水平较高，而且 HOVRS问卷评分越高，家访活动对家庭的影响就

越大，尤其是家访员具有中学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时，对家庭的影响也较大，这

也就导致了家访服务质量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如何确保并均衡家访质量是 SAF

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四、拉丁美洲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对中国的启示 

1、中国贫困农村面临儿童早期发展的的成就和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婴幼儿的死亡率、低体重儿童

的比例持续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的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从 2000年开始降

低，2010年全国贫困农村儿童低体重率、生长迟缓率分别为 8.0%和 20.3%，比

1998年分别下降了 45%和 44%（崔艺等，2018）。但是，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在

儿童早期发展仍面临挑战。具体来说，49％的儿童有认知滞后风险; 52％的人有

语言滞后风险，53％有社交情绪滞后风险，30％有运动滞后风险（Wang et al., 

2018）。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Walker et al., 2007; Park,2012; Sylvia et al., 2018），因此，如何培养农村照养人

掌握正确的养育行为，是解决农村儿童发展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借鉴拉丁美洲

国家在儿童早期发展的经验，结合国情实行家访计划，通过干预农村照养人的养

育行为，提高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水平。 

2、中国农村家庭实施儿童早期发展干预项目的策略 

根据个体的成长阶段的投资回报率分析可以看到，在儿童发展的早期进行投

资的回报率最高，可高达 1:18（Heckman, 2000），投资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儿童

－即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对中国而言，回报率会更高。那么，中国的儿童早期

发展项目应如何实施？ 

（1）保证家访质量 

拉丁美洲家访项目的经验提醒我们，保证家访项目的效果的关键是保证家访

项目的质量。比如：在项目发展过程中，负责人要根据受助家庭以及项目督导员

的反馈积极调整家访的频率，让受访家庭更好的参与到活动中来；家访课程主题

也可以结合受访家庭的具体情况，在标准化课程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扩展。 

（2）完善培训与评估体系 



由于家访项目的覆盖率较广，需要依托家访员承担家访主体活动，因此，为

家访员进行专业的培训对保证项目效果非常关键。而且，相对于家访服务前期的

培训，发展一套可以准确评估服务质量的体系（可参照 SAF项目中的 HOVRS

问卷测试系统）也很必要，以便在家访项目推进过程中，不断对家访质量进行观

测、监督、影响评估并改进。 

（3）推动项目可持续发展 

家访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是大规模推广的保障，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将家访

服务计划与其他项目有机结合，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便实现儿童早期发展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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